引  言
　　所谓税收法定主义，是指征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是其经典表达。目前通说基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是通过法律的形式限制课税权，从而维护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其作为税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甚至是最高原则，在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是通过宪法条文予以明确规定。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条文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关系着我国税收立法权限的分配、依法治税的进程、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水平以及税法体系是否合宪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认为需作澄清并进一步阐明。
　　
　　一、《宪法》第五十六条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不同观点
　　有关《宪法》第五十六条是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分歧焦点集中在该条中的“法律”究竟是仅指狭义的法律、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还是广义的法律、即除了狭义的法律之外还包括法的其他形式。有的学者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认为既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依照“法律”纳税，那么就排除了其他法律文件的可能性，这是典型的税收法定主义的表述方式。有的学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主张，《宪法》第五十六条只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规定，没有解决税收构成要件由谁立法的问题，因此，不足以成为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依据。刘剑文、熊伟二学者则分别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要在宪法上为税收法定主义正名，必须借助于目的解释。他们认为，宪法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税收的开征也必须受制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结合《宪法》第13条有关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的规定，未经以代议制机构立法作为形式的公民的“同意”，通过征税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就是违法的。由此，二学者得出结论：“《宪法》第五十六条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课税权的一种限制。此处所谓的‘法律’，应该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更不包括部门行政规章和地方行政规章。这样，《宪法》第五十六条就可以成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最高法律依据，而《立法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不过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1]
　　
　　二、从法解释的五大标准看《宪法》第五十六条与税收法定主义
　　应当承认，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难题。笔者试按照税法解释标准应遵循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解释的顺序逐一说明。
　　第一，刘剑文、熊伟二学者承认，“仅从文义的角度不足以证明《宪法》第五十六条中的‘法律’就是最高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第108页）但同样仅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却足以证明该条的确只是直白地确认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根本未涉及对国家征税权限制的问题。
　　有税法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与第五十六条同处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的第55条第2款[2]所使用的“法律”一词的分析，来推定第五十六条中的“法律”究竟何指。如果将该款中的“法律”从狭义上理解，将会出现我国公民在1982年12月4日《宪法》通过之时到1984年5月之间不负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至今都没有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的情形，因为并没有“法律”依据。由此可以合理推论，第五十六条中的“法律”亦非仅指狭义的法律。[3]
　　再看宪法学者的研究，他们将宪法文本中总共出现的82次之多的“法律”一词，按照其各种使用语境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其中，第五十六条中“法律”一词，属于“主体是私人的，且是义务性的情况”；他们认为，这里的“法律”是从立法体系这一实质意义上来使用的，即首先是宪法，然后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再次就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4]可见，税法学者和宪法学者的研究结果在此达成了一致，即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宪法》第五十六条中的“法律”并非仅指最高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之法，当然不可能成为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渊源体现。
　　第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就宪法文本内部结构体系而言，二学者也认为，“从体系的角度看，《宪法》第五十六条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不是规定在总纲中，也不是规定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因此，很难说这是对税收立法权的限制，只能说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第108页）当然，如果不考虑上述文义解释的因素，仅就第五十六条位于《宪法》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这一体系因素考察，也无法说明该条中的“法律”并非仅指狭义的法律。所以，需要从以下两个层次进一步分析。
　　第二层次，我们将体系解释的范围从宪法文本扩大到宪法性法律体系，即从《宪法》与《立法法》之间的关系来看。《立法法》第8条第（八）项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第9条又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尽管何谓“基本制度”、何谓“部分事项”，《立法法》并未予以明确，但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种法显然应当属于“基本制度”，而不能“授权”给行政机关来立法。《立法法》之所以如此规定，从税法的角度看，当然是考虑到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主要是由税收行政法规所构成，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宪法》根本就没有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所以《立法法》也就不用“体现”其要求或者将之具体化了。因此，如果将《宪法》第五十六条从法解释的角度确定为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话，而《立法法》的上述规定却并没有将其具体化，这就在宪法性法律体系当中就产生了矛盾。从体系因素的角度看，“由解释学可获得一个认识，即‘部分’与‘全体’间在解释上有循环说明的现象，此即所谓之解释学上的循环。同时在体系内必须是无矛盾的。”[5]从笔者的观察看，由于前述体系内矛盾的存在，《宪法》第五十六条与《立法法》无法循环说明税收法定主义已得到体现的观点。事实上，前述二学者自己也认为，“中国的现实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没有足够的权威，同时历史上也没有税收法定主义的传统，因此，上述规定（指《立法法》第9条——引者注）无非是为国务院争取税收立法权，预设了一个缺口而已。”（第107页）
　　第三层次，让我们再进一步，将体系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税法体系。首先看《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的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如果该款规定只到前半段为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税收法定主义起码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当中得到了实现。但问题就出在还有后半段，依其规定，国务院仍然享有包括主要课税要素在内的立法权，这显然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相去甚远；从这个角度看，该条规定是《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在税法领域的具体化。如果认可其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话，将会出现前文所述《宪法》第五十六条与《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之间一样的矛盾。但更大的矛盾还在于，如果宣称《宪法》第五十六条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所有由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暂行条例，都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应当承担违宪的后果” （第113页）。这一“后果”，恐怕无法为我国立法实践所容，其非现实性就足以否定《宪法》第五十六条是税收法定主义的体现的观点。
　　第三，是历史解释。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税收法定主义最早是于1989年作为西方国家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由谢怀栻先生介绍到我国来的，而现行宪法自1980年开始修改、到1982年制定颁布时当然无从体现当时尚未有所认识的税收法定主义。考察1982年宪法制定的历史，我们发现，第五十六条是明确作为有关“公民的基本义务”来定位的，而且在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历次讨论中，无人涉及到对这一条文的理解问题或有其他不同意见。[6]这又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宪法》中税收法定主义意旨缺失的事实。
　　第四，正如前述二学者所主张的，“文义解释是税法的第一解释法则，即便需要借助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也只能在文义解释所提供的几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第119页）前文已经分析得知，在对《宪法》第五十六条中的“法律”一词的文义解释中，并未为我们提供可将其界定为狭义的法律的可能性，反倒说明了其作为广义的法律的事实；而且这一结论还获得了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支持。如此，能否再求助于目的解释从而又得出“相反”的结论。虽然笔者也认为，宪法作为国家与人民之间有关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一种“契约”，理应以维护人民的权利与限制国家的权力为其宗旨。但为了达到将第五十六条确定为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依据的目标，通过质疑、实际上是否定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直接借助于目的解释的做法，本身已经违反了法解释的一般规则。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能够理解前述二学者通过庞大的逻辑体系、复杂的推理过程从而将《宪法》第五十六条确定为税收法定主义之法源的良苦用心。因为，从我国宪法的立法、实施及数次修订的历史及将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修订将有关明确表述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增补进宪法当中，其难度非常大。所以，在立法上暂时的不可能和实践的迫切需要以及研究的渐趋成熟等情形并存的条件下，选择一条中间路线、从法解释学的角度为税收法定主义寻求到一个间接的宪法条文依据，或许是迫不得已的折中方案。在佩服这种方式思维巧妙、逻辑复杂之余，笔者以为其主张者应当仍然赞成或者至少不排斥将来把明确表述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增补进宪法中的可能，而不至于使这种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成为学界推动税收法定主义宪法条文修订的障碍，或者给立法机关继续的忽视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毕竟这只是一种学理的解释，其说服力尚有待探讨，在法律上更不具有任何效力；毕竟直白易懂的宪法条文比一个复杂的逻辑推理过程更易让大众理解税收法定主义的意义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欲达到最终增补有关税收法定主义宪法条文的目的，倒不如强调实践的迫切需要与立法的相应缺位之间的矛盾更容易起到效果。
　　我们认为，我国《宪法》并未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这一点当无疑义。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五十六条进行立法解释，或在将来制定《税收基本法》时加以规定等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